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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故事在汉家日常行政中的独特地位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自昭宣时期开始，其政治影响力才逐渐上升，尤

其是在宣帝“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模式下，被赋予类似祖先遗训的权威性。《汉书》记载的宣帝“修武

帝故事”涉及礼乐祭祀、人才选拔、生活作风、作歌称颂四大方面，宣帝亲政后大修武帝故事，既承武

帝之政的精神，又纠武帝之政的弊端，重建并强化君主权威，实现“中兴”。宣帝修武帝故事是其在皇

权政治让位于权臣政治的客观形势下主观选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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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nique status of precedents in the daily administration of the Han dynasty was not achieved 
overnight. It was from the Zhao-Xuan period onward that their political influence gradually rose, 
particularly under Emperor Xuan’s governance model of “interweaving hegemony and kingship,” 
where they were endowed with an authority akin to ancestral injunctions. “The Records of the Han 
Dynasty” documents Emperor Xuan’s restoration of Policies of Emperor Wu, which encompassed 
four major aspects: ritual and sacrificial practices, talent selection, lifestyle conduct, and comp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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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mns of praise. After assuming personal rule, Emperor Xuan extensively restored Policies of Em-
peror Wu, inheriting the spirit of Emperor Wu’s governance while rectifying its shortcomings, 
thereby reconstructing and reinforcing monarchical authority to achieve a “revival.” Emperor 
Xuan’s restoration of Policies of Emperor Wu was the result of his subjective choice under the ob-
jective circumstances where imperial authority had yielded to the politics of powerful mini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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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故事”一词，其字面意思仅指过去发生之事，并无固守旧制之意，亦非天然具有权威。在武帝“以

经术润饰吏事”[1]之后，经义与律令、故事共同成为汉人处理日常行政的依据。昭宣时期开始，故事的

政治影响力逐渐上升，尤其是宣帝修武帝故事，使故事在“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确立过程中，被赋

予了类似先祖遗训的权威色彩。汉代皇帝时而有意树立典范，以期垂范后世；时而以应时事而采取行动，

这些举措成为后人效仿的先例，最终衍化为汉家故事。学者多认识到故事在两汉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并

从不同的角度对故事进行了阐发，例如邢义田对故事的内容、范围、性质、掌管者及其在汉代政治中扮

演的角色进行了详细的论述[2]；邓小南在论述北宋前期政治问题的过程中，亦涉及两汉故事问题，指出

汉代君臣对“祖宗故事”的追寻揭示了彼界祖宗与此界人事、现实政治的紧密联系[3]；李沈阳则以西汉

为研究范围，总结含义，划分类型，归纳特点，并对故事的效应作出评价[4]。但是过往的研究往往将两

汉合并讨论，且常常将故事视为一种遵循传统、一成不变的事物，这导致故事成为与两汉政治文化动态

变迁相脱节的静态存在。另外，学者对汉宣帝修武帝故事的单独考察十分有限，且主要关注《汉书》中

明言的“宣帝循武帝故事”。笔者认为“武帝故事”的范畴不应局限于武帝时期所创立的一系列典章制

度，还应广泛涵盖当时的政策、方针以及具体实施细节，更可将其理解为在秉承武帝政治精神的基础上

所作出的创新性调整。 

2. 《汉书》中的“武帝故事”与宣帝的效法 

宣帝彻底铲除霍氏集团后，大修武帝故事，开始重建与强化皇权政治，《汉书》中就曾多次提及宣

帝修武帝故事，主要涉及礼乐祭祀、人才选拔、生活作风及作歌称颂四大方面： 
第一方面，礼乐祭祀类： 

① (本始二年)夏五月，诏曰：“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义，……，功德茂盛，不能尽宣，

而庙乐未称，其议奏。”有司奏请宜加尊号。六月庚午，尊孝武庙为世宗庙[5]。 

② 神爵元年春正月/五凤元年春正月/甘露元年春正月/(甘露)三年春正月/黄龙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神爵元年三月/五凤三年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5], pp. 259-273)。 

十二年，乃下诏曰：“盖闻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礼也。间者，上帝之祠阙而不亲十有余年，朕甚惧

焉。朕亲饬躬齐戒，亲奉祀，为百姓蒙嘉气，获丰年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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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月，……制诏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阙焉无祠。其令祠官以礼为岁事，以四时祠江海雒水，祈

为天下丰年焉。”自是五岳、四渎皆有常礼。 

以方士言，为随侯、剑宝、玉宝璧、周康宝鼎立四祠于未央宫中[6]。 

③ (元康元年)夏五月，立皇考庙益奉明园户为奉明县。复高皇帝功臣绛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孙，令奉祭祀，

世世勿绝([2], p. 254)。 

在中国古代，祭祀乃是君主与天地神灵沟通的神圣时刻，象征着国家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与顺应。在

这庄严的仪式中，君主不仅向上苍祈求来年风调雨顺，更借此机会向被统治者传达上天对新君继位与施

政的双重认可。此外，祭祀亦被视为一种沟通古今的方式，通过祭祀祖先，后世子孙得以铭记先人的功

绩与教诲，从中汲取前行的力量。序号②是宣帝依照武帝时期的祭祀规模祭祀名山大川、泰一、后土以

及五帝的体现，彰显了武帝故事对当时祭祀活动的影响。通过这些祭祀仪式，宣帝向臣民传递了一个明

确的信息：他是名正言顺的最高统治者，任何质疑与反抗都是对天意的亵渎。《汉官仪》载：“天子车驾

次第谓之卤簿。有大驾、法驾、小驾。大驾公卿奉引，大将军参乘，太仆御，属车八十一乘，备千乘万

骑，侍御史在左驾马”[7]，而汉代皇帝祭祀天地，出行用大驾，此等盛大的卤簿制度，在祭祀之时更是

彰显无遗。宣帝在供奉鬼神一事上，比起武帝，有过之而无不及，“要之武、宣之世，乃汉室祭礼烦费最

甚之时也”[8]。 
序号①是宣帝下诏为武帝立世宗庙、议庙乐，体现了他对先人的敬仰与缅怀之情。在武帝之前，西

汉有庙号的皇帝，仅高祖与文帝两位，均由他们的继任者给他们上庙号，且继任者皆为其子，按照这样

的逻辑，给武帝上庙号、议庙乐，也应该是其子昭帝的事情。所以宣帝此举，悖于常理，其背后显然隐藏

着深远的政治图谋。宣帝起自民间，皇位的获得没有昭帝那样名正言顺，故一即位就遭到广陵王刘胥的

质疑[9]，所以他迫切需要构建起自己即位的合法性。《礼记·曲礼下》有云：“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

子”[10]，主祭是宗子才能行使的权利，立庙亦是宗子的责任，昭帝即位，既未出临武帝葬礼([9], p. 2751)，
也未曾为武帝立庙。相比之下，作为武帝宗子([9], p. 2744)的唯一血脉，宣帝在即位初期就下诏为武帝立

庙号、议庙乐，此举既在形式上与庶出少子即位的昭帝区分开，更在实质上增强了他即位的合法性。对

于霍光而言，尊崇武帝可以向天下传递他受命自先帝、对先帝高度负责的信号，还能威慑群臣，从而保

证自己的辅政权力得以延续。同时，尊崇武帝还可为他废黜昌邑王，选择罪人之孙提供法理支持。因此，

树立武帝正统成为宣帝与霍光二人共同的利益追求。而在为武帝立庙的过程中，发生了许多祥瑞事件，

这仿佛是武帝和昭帝对宣帝此举的肯定，对霍光迎立宣帝之举的认可。诚然，祥瑞之说本不足信，但其

中渗透出的政治意图则昭然若揭。 
序号③是宣帝立皇考庙与诏复功臣之后，此举当视作宣帝为祖父卫太子定谥的后续，给卫太子一事

定性是宣帝树立武帝正统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步骤。宣帝为改变君弱臣强的局面和加强自身即位的合

法性，将正统上溯到武帝，自然就产生两条继承脉络：一是武帝(曾祖)–昭帝(叔祖)–宣帝；二是武帝(曾
祖)–卫太子(祖父)–史皇孙(父)–宣帝。第一条继承脉络中，昭帝传位给宣帝，无需考虑卫太子(二人同

辈)，卫太子的罪人身份无关紧要。尽管大臣普遍认为宣帝继承昭帝基业，但以孙继祖毕竟直接跳过传统

以子继父的环节，宣帝即位的合法性不够充分。第二条继承脉络则严格遵循以子继父的继承原则，宣帝

即位合法性足够充分，但是这条脉络绕不开卫太子，宣帝以罪人后代的身份继承大统，亦会使其合法性

大打折扣。因此，宣帝为构建自己即位的合法性，势必要为卫太子一事定性。鉴于谥号所承载的政治意

义，时人对此颇为重视。“周制，士冠礼云：‘天子之元子，士也。士无谥’是知太子无谥”[11]，汉太

子虽地位尊崇，但并无爵位，理应无谥，而宣帝出于增强自己合法性的考量，破格为卫太子一家定谥。

谥法曰：“年中早夭曰悼”[12]，宣帝父史皇孙早逝不显其志，定谥为“悼”合乎情理。按照“为人后者

https://doi.org/10.12677/ojhs.2025.133034


戴润泽 
 

 

DOI: 10.12677/ojhs.2025.133034 279 历史学研究 
 

为之子”的礼法规定，宣帝以昭帝后继承大位，其生父史皇孙以诸侯之礼葬。谥法曰：“不悔前过曰戾”

([12], p. 447)，卫太子遭江充陷害进行抗争后却兵戎犯上，兵败之余又畏罪潜逃，以“戾”为谥是朝廷对

卫太子一事的最终定性。在为卫太子定谥八年后(即元康元年，前 65)，宣帝为史皇孙立皇考庙，以天子

之礼祭祀之，回归生父一系。同时为了降低群臣对此举的抵触，宣帝诏复功臣后代，以显宽厚。 
第二方面，人才选拔类： 

循武帝故事，招选名儒俊材置左右[13]。 

循武帝故事，求通达茂异士，召见武等于宣室[14]。 

人才选拔在国家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繁荣发展的关键因素。“汉

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指武帝)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15]，
武帝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为了满足时代需求以及他所追求的事业所需，格外注重人才选拔的多样性与

包容性。司马迁对武帝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今上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

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16]。宣帝即位后，继承武帝的用人理念，招

选名儒俊才配置左右，寻求博识通达才能卓越的士人，以满足自己的统治需要。 
第三方面，生活作风类： 

②  是时宣帝颇修武帝故事，宫室车服盛于昭帝[17]。 

② (神爵)三年春，起乐游苑([5], p. 262)。 

凤皇集祋祤，于所集处得玉宝，起步寿宫。 

凤皇集上林，乃作凤皇殿([6], p. 1252)。 

③ 上复兴神仙方术之事([13], p. 1928)。 

是时，上颇好神仙，故褒对及之[18]。 

在生活作风方面，宣帝亦如武帝，热衷奢侈享乐，好神仙方术。经过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豪杰富商

崛起，奢靡之风盛行[19]，此时皇室崇尚节俭非但不能起到模范作用，反而会在无形中削弱皇者权威。故

武帝即位后，一改皇室崇尚节俭的风气，好大喜功，崇尚享乐，认为要在物质生活上呈现超越民间的奢

华富有以凸显皇权，钱穆视之为“平民社会中一种骄奢纵肆之资产阶级”[20]的代表。其在位期间大兴土

木，不仅翻修扩建既有宫殿，如未央宫、甘泉宫，还不断新建苑囿宫殿与供己侍奉神仙的场所，诸如上

林苑、甘泉苑、建章宫、柏梁台、飞廉观等。当时宫廷用度也十分奢侈：“身毒国献连环羁，皆以白玉作

之，马瑙石为勒，白光琉璃为鞍”[21]；“武帝为七宝床、杂宝桉、厕宝屏风、列宝帐，设于桂宫”([21], 
p. 107)；“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钜象、师子、

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22]。此外，武帝追求长生，好神仙方术，一生中接触不少女巫与方士，如李

少君、少翁、栾大、公孙卿等，无悔受骗，不惜耗费巨资寻仙求药，“方士之所费，盖十倍于秦始皇”

([8], p. 141)。 

序号①②是反映出宣帝在物质层面与武帝相似的追求。王吉上疏言得失，劝谏宣帝“去角抵，减乐

府，省尚方，明视天下以俭”，宣帝却“以其言迂阔，不甚宠异也”([17], p. 3065)。宣帝在借助祥瑞力证

自己即位的合法性时，常于祥瑞显现之地筑殿以贺，彰显其统治之神圣。序号③则是宣帝效仿武帝，复

兴神仙方术之事，“方士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宝，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18], p. 2830)。宣帝追

求享乐，应与其“喜游侠”有着一定关系[23]，其微时喜游侠、斗鸡走马，故当他大权在握，特别是在孜

孜以求的事业有所建树后，便开始沉迷享乐生活。 
第四方面，作歌称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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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与王褒、张子侨等并进对，献赋颂凡数十篇([13], p. 1928)。 

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上颇作歌诗，欲兴协律之事([18], p. 2821)。 

宣帝时，……益州刺史王襄使辩士王褒颂汉德，作中和、乐职、宣布诗三篇。武年十四五，与成都杨覆众等共习

歌之([14], p. 3481)。 

作歌称颂类“故事”则是体现了宣帝和武帝一样，对楚辞、大赋有着浓厚兴趣。班固曾这样形容武

宣时期辞赋创作的盛况：“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

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

望之等，时时间作”[24]。段亚广研究表明，汉代帝王偏爱楚辞，根源在于屈原的忠君理念及楚辞的教化

讽喻功能，“武帝在继承高祖好楚歌的文化与宗族情怀外，还欲树立屈原忠于国君的榜样”[25]。同时武

帝借助辞藻华丽的辞赋来直观展现其物质上超越民间的至高性，并任命司马相如[26]、严助([18], p. 2786)
等辞赋家充当代言人，向全国宣扬其权威。王褒、张子侨、刘向等擅作颂、赋的文人博得了宣帝的赏识，

面对臣下辞赋非正道的观点时，宣帝反驳称：“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18], p. 2829)，将

辞赋类比于《诗经》里的诗教，从统治者的角度赋予和承认赋的政治功能和实际价值，张艺馨在比较武

宣时期的辞赋和西汉其他时期的辞赋后，亦发现“武宣时期的赋多为颂赞式，创作目的是宣扬皇帝的至

高性，稳固中央集权的，赋的作者同时也是展现皇帝在各地的权威的代言人，赋在这段时间获得了特殊

的政治地位”[27]。 

3. 宣帝对武帝政治精神的继承 

宣帝对武帝的尊崇，不仅体现在《汉书》记载的四类“武帝故事”之中，还体现在宣帝一朝继承武帝

政治精神的具体行政举措上，阎步克指出，宣帝特尊武帝，既是为了彰显其统治的正统性，亦象征着对

武帝政治遗产的继承[28]。然而，宣帝修武帝故事的意图可能还远不止于此，它还隐晦地表达出宣帝对当

时君权衰弱的现实政局的不满。张小锋认为宣帝“修武帝故事”的用意与武帝之后皇权政治让位于权臣

政治的政治现实有关：在宣帝之前的西汉六位君主中，文帝备受推崇，武帝位居其次，然就君权而言，

武帝时期君主集权才臻于极致，宣帝修武帝故事的举动本身即揭示了他对当时君权旁落、权臣秉政现实

的不满，这种不满实质上就是其大修武帝故事的深层动机[29]。李彦楠进一步阐述道，宣帝对汉家制度的

重视与修武帝故事的行为实质上是其重建皇权政治的两个方面，二者背后的理念均与武帝个人权威有关

[30]。在亲政后二十年的统治时期里，宣帝积极效法武帝，采取多种措施加强皇权，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将武帝开创的事业继续向前推进。 
首先，宣帝继承了武帝以来的君尊臣卑的政治格局并加以强化，来达到维护皇权的目的。西汉的中

央官制多沿用秦代，丞相作为中央官员的领导者，具有很大的权力。武帝为加强皇权，组建内朝并不断

强化之，成功扭转了汉初相权过于集中的局面，确立起君主集权体制下的专制主义精神。钱大昕将这种

权力格局的变迁称为“西京朝局之变”[31]，它对于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一方面，与大一统君主专制中

央集权政体相配套的制度逐渐成形；另一方面，凸现最高统治者个人意志的君主集权风格也得以确立。

自昭、宣二帝起，中朝官由武帝所信任的近臣担任，这一做法逐渐演变成一项制度，而这一制度的形成，

最初是由于霍光的特殊需求[32]。他选拔一批有才干又忠于自己的官吏，让他们出任中朝官，负责帮助自

己审批文书、协调关系，由此中朝(内朝)成为汉朝的政治权力中心。霍光辅政的二十年，内朝势力急剧膨

胀，这一期间的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员皆难与霍光抗衡。霍光死后，霍山“以奉车都尉领尚书事”[33]“领

尚书者先发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34]，可将不利于霍氏的奏章封杀，使之难以上达天听。出于加

强皇权的需要，中朝官制度被保留下来。宣帝还通过重用中书来抑制和削夺尚书的权力，他允许吏民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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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封事，绕开尚书，使奏章内容直达天听，允许群臣进宫觐见能够单独往来，直接与天子沟通([33], p. 
2951)。这些做法直接绕过尚书，将审阅奏议和引见大臣之权收归后庭，使得中书接替尚书成为中朝核心。

《汉旧仪补遗》亦载：“中书掌诏诰答表，皆机密之事”([7], p. 91)。王素道出了宣帝朝尚书与中书执掌

权力变化的重要原因：昔日皇帝设立尚书旨在制约相权，然当有臣子兼任尚书之职时，则又增设中书以

削其权[35]。掌管典故的尚书(中书)权势日重也从侧面反映出故事在汉家日常行政中地位的提高。同时霍

光以外戚身份受托孤重任，将外戚势力当作内朝主体力量的政治习惯也成为汉家故事。宣帝亲政后，就

曾借助新兴外戚(史家、许家)的力量来铲除霍氏集团，其一朝外戚多于文、景、武、昭四朝之和，从中也

可以看出他对外戚态度的转变[36]。 
其次，宣帝继续经营西域，完成武帝未竟的事业。神爵二年(前 60)，设西域都护府，郑吉出任第一任

西域都护，但汉代对西域的开辟与经营应上溯到武帝时期([22], p. 3873)。昭帝时中央对西域的控制力有

所下降，车师复失，龟兹违命，唯对楼兰加强控制，另立新王，更名鄯善，并屯田于伊循城，此举不仅维

护了西域道路的畅通，还进一步加强了对西域南道诸国的控制。宣帝即位后，继承武帝意志，加强对西

域的经营，谋求对北道诸国的直接控制，最终在乌垒城设西域都护府，将归附诸国置于都护管辖之下，

“汉之号令班西域矣”[37]，其间汉使立功绝域，多有记载[38]。而与此同时，匈奴——这个昔日与汉朝

争夺西域的对手，因单于之争而深陷分裂，实力进一步削弱。神爵二年，日逐王先贤掸“率其众数万骑

归汉。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39]。五凤二年(前 56)，呼遫累单于“帅众来降，封为列侯”。甘露元年(前
53)，呼韩邪单于“遣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甘露二年(前 52)，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奉国珍朝

三年正月”，宣帝诏有司议，咸曰：“圣王之制，施德行礼，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匈奴

单于向风慕义，举国同心，奉珍朝贺，自古未之有也”([5], pp. 266-270)。匈奴来朝，意味着武帝未竟事

业在宣帝时期得以完成。西汉与匈奴在西域地区数十年的争夺也终以西汉完全控制这一地区落下帷幕，

“自宣、元后，单于称藩臣，西域服从，其土地山川王侯户数道里远近翔实矣”([22], p. 3874)。东汉明帝

任命窦固等人击匈奴，派遣班超等人同西域，史仍称“遵武帝故事”[40]。 
再次，宣帝深谙政治宣传的重要性，频繁地运用带有特殊意味的政治符号——祥瑞，来强化自身的

统治地位。昭宣之际，皇权政治衰弱，霍光擅权以及昌邑王废立、宣帝即位，这一系列事件使得舆论对

汉家正统失去尊重与敬畏，皇帝即位的唯一合法性被随意界定。因此宣帝试图重塑汉家政治的神圣性，

其一朝祥瑞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尤以凤凰、神爵居多。《宋书·符瑞志》中将“神爵”记为“神雀”[41]，
当是凤凰一类祥瑞的下属。在中国古代，祥瑞是一种具有特殊含义的政治符号，子曰：“凤鸟不至，河不

出图，吾已矣夫！”朱熹注：“凤，灵鸟，舜时来仪，文王时鸣于岐山。河图，河中龙马负图，伏羲时

出，皆圣王之瑞也”[42]。所以凤凰、河图等祥瑞的出现往往意味着圣王的出世。胡寅曾发出“孝宣之世，

诚安且治矣，然方之尧、舜、成、康可封刑措之俗，无乃尚远有不及乎，凤凰何为而屡至哉”的疑问，并

认为“宣帝继武帝之后，抚养百姓，不兴兵革，亲致康阜，其心自喜。必有窥见微意者，故争言祥瑞以侈

耀之”[43]。赵翼也认为“宣帝当武帝用兵劳扰之后，昭帝以来与民休息，天下和乐”，而宣帝“本喜符

瑞”，所以“臣下遂附会其事”([38], pp. 64-65)。陈苏镇则认为“符瑞之事未必都是投宣帝所好。符瑞的

大量出现意味着太平将至，反映出人们对天下大治的期待”[44]。每当祥瑞降临，宣帝必诏告天下，或大

赦，或赐爵，或减免租赋，且诏书中常伴随“朕之不德，惧不能任”([5], p. 259)一类的谦辞。此外，宣帝

还特别重视对祥瑞的解读，他召集了一批博学之士，专门负责对这些天象进行阐释，以符合政治需要。

正如田丰所说“祥瑞频现，有利于强化汉宣帝获得政权的合法性和统治措施的正确性”[45]，凤凰频现意

味着圣王的出现，此圣王自然非宣帝莫属。邢义田指出：“宣帝是除哀帝以外，唯一可考自我称圣的西

汉皇帝”[46]。此等举措巧妙融天意与民意于一体，无疑是在向天下臣民传达上天对他继位与施政的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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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进一步强化其获得皇位的合法性，于百姓心中塑造宣帝仁君的形象。 

4. 修武帝故事对宣帝朝政治的影响 

事实上，宣帝修武帝故事并非仅是简单因袭，而是结合自身统治需要，进行创新性调整，使之更契

合当下政治环境。这一政策既强化了中央集权，又缓和了社会矛盾，终成“孝宣中兴”之局。宣帝修武帝

故事，通过强化中央集权、整合社会势力、实施宽政以及推行循吏政治，巧妙寻求先帝政治遗产与现实

统治需求之间的平衡，对其一朝政治产生了积极影响。 
首先，宣帝统治期间，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大大加强，诸侯王这一昔日显赫的政治势力正式退出

历史舞台。汉初，高祖与群臣立白马之盟，并改封同姓诸侯王，旨在借助众多强大的诸侯王国辅卫中央

政府以保障刘氏江山的稳固，谁知随着时间的推移，同姓诸侯王国势力日益壮大，反而威胁到了中央政

府的统治。文帝时，贾谊就已建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景帝时，晁错更是主张削藩而引发七国之乱；武

帝时，实行推恩令、附益法、左官律，酎金夺爵，诸侯王的政治影响力逐渐下降，“其后诸侯唯得衣食租

税，贫者或乘牛车”[47]。但巫蛊之祸发生后，卫氏与李氏两大外戚集团被消灭基本盘，特殊的政治形势

又一次激起诸侯王对皇位的觊觎[48]。随着武帝三子刘髀、刘旦、刘胥的相继死去与刘贺由诸侯入继大统

到旋即被废，诸侯王觊觎皇位的图谋彻底失败，从此失去了威胁中央政治的机会与能力[49]。宣帝即位后，

对“唯得衣食租税”的宗室贵族多加以笼络宽待，从而赢得他们的承认与拥戴，同时加强了对诸侯王的

约束，故终宣帝一朝，起自诸侯王国的动乱鲜有发生。 
其次，原本游离于国家政权之外、扰乱地方社会秩序的不安因素——诸如豪强、富商等社会势力被

悉数收编，逐渐融入国家的权力体系，成为政权的支持力量。汉初民间社会中充斥着众多豪强，国家政

权的影响力尚未深入到基层社会，“汉承战国余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则陵横邦邑，桀健者则雄张

闾里”[50]。当时社会势力对汉家政权的认同程度，可从七国之乱时富商的观望态度中窥得一二，“吴楚

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

[51]。国家政权危亡之际，既没有政府强征富豪以供战时需要，也没有富豪主动捐资支持朝廷，说明当时

的社会势力与国家政权尚未建立起直接的关系。许倬云指出：“汉初以军功、荫任、赀选诸途登进。此选

拔机制所吸纳的人才主要局限于政权的已有参与者，对于从全国普遍地吸收新鲜血液仍缺乏制度化的途

径。武帝以前的中央政权不曾在社会的基层扎下根，同时也没有改变或扰动原来的地方性社会秩序”[52]。
而武帝通过迁徙豪强、设置刺史、重用酷吏、行政干预经济等措施强力地改变了以往政权与社会势力的

交互方式，从而实现中央集权体制的结构化升级，使得国家政权的影响力逐渐向下渗透。武帝为了填补

军功贵族阶层退场后的权力空缺，“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16], p. 3918)，使得各种社会势力在

遵循皇帝意志的前提下，逐渐融入国家的权力结构。宣帝延续了武帝打击豪强的政策：一方面，扩大了

迁徙豪强大族的范围，囊括丞相、将军、列侯、二千石；另一方面，任用赵广汉[53]、严延年[54]等人继

续打击地方豪强，维护社会稳定。同时宣帝顺应社会势力融入国家权力结构的趋势，儒生官员开始崭露

头角，蔡亮研究指出：“宣帝一朝更是儒学发展史上大的转折点，不仅官方正式接纳了儒家思想，而且

在官僚集团的最高层形成了一个极具影响的儒生集团”[55]。随着国家政权影响力的深入渗透，地方上的

政治结构也产生了适应性的变化，一方面，地方领袖不断被中央政府吸纳，另一方面，政府在任命地方

大吏时严格执行规避原籍的规定。 
再次，宣帝纠武帝政治之流弊，继续与民休养生息，施行缓和社会矛盾的宽政。当百姓遭遇自然灾

害时，宣帝能加以体恤，免除受灾百姓的租赋与徭役；百姓易因贫困而无力承担赋税，沦为扰乱社会秩

序的流民，宣帝为此下诏由国家出面租借田地、种子给百姓，有时还会免除相应的借贷成本；此外，宣

帝还十分注重道德教化，对起社会模范作用的三老、孝悌者另加恩赏([5], pp. 245-272)。霍光辅政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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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严厉，“遵武帝法度，以刑罚痛绳群下，繇是俗吏上严酷以为能”([1], p. 3628)。在民间长大深知百

姓生活不易的宣帝亲政后，“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而进”；在选任郡国守相时，宣

帝亲自把关，观察言行出发点，然后考察其是否做到言行一致，若发现名与实不符，必弄清其中原因([1], 
p. 3624)。在宣帝的干预下，地方长官过于严苛的情况得到很大改善。循吏政治是宣帝之政的一大鲜明特

色，《汉书·循吏传》所载的六位循吏，有四人显于宣帝朝。循吏在治理地方事务时往往更加柔和，教重

于罚：龚遂“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长久以往达到理想治理效

果，“劳来循行，郡中皆有蓄积，吏民皆富实。狱讼止息”([1], p. 3640)。黄霸为颍川太守时，“为选择

良吏，分部宣布诏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然后为条教，置父老师帅

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去食谷马”，以一种易于民

众接受的方式贯彻中央的诏令，取得了显著成效，史称黄霸治为天下第一([1], pp. 3629-3631)。循吏施政

善于因地制宜，且充满人文关怀，陈苏镇就指出循吏政治的意义在于“扩大和强化条教的作用，使之成

为国家律令与民间习俗即‘公法’与‘人情’之间的桥梁”([44], p. 303)。 
宣帝修武帝故事，继承武帝政治精神，重建皇权政治，紧握国家大权，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又纠武

帝政治之流弊，教民养民，综核名实，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中兴之业。后世学者论及宣帝及孝宣中

兴，赞扬者甚多：刘向在西汉一代公认文帝为“文治”之主的情形下认为宣帝优于文帝，“中宗之世，政

教明，法令行，边境安，四夷亲，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其治过于太宗之时”[56]；王充称颂

宣帝德过周王，“文帝、武帝、宣帝、孝明、今上，过周之成、康、宣王”[57]；司马光认为宣帝长于民

间，知道百姓生活不易，亲政后励精图治，迎来中兴，“帝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是以汉世良吏，

于是为盛，称中兴焉”[58]；傅乐成亦赞扬宣帝之功业，“宣帝一代，为西汉的极盛时代，不特威加北夷，

而内政亦臻极致”[59]。 

5.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分析《汉书》中的宣帝修武帝故事，比对武、宣二帝的行政举措，揭示了“武帝

故事”对宣帝朝政治的深远影响。在《汉书》记载的四类修武帝故事中，宣帝为武帝上尊号、议庙乐，立

皇考庙与诏复功臣之后，借助祭祀向臣民传达天命所归的信息，增强自身即位的合法性；宣帝继承武帝

用人理念，招选名儒俊才，以满足统治需要；宣帝亦热衷享乐，又好神仙方术，虽遭大臣劝谏却不为所

动；宣帝与武帝一样，对楚辞、大赋的浓厚兴趣，并赋予和承认辞赋的政治功能和实际价值。除此之外，

宣帝对武帝的尊崇，还体现在具体行政举措上对武帝政治精神的继承，他继承并强化武帝以来君尊臣卑

的政治格局，保留中朝制度，重用中书来抑制和削夺尚书的权力，同时继承了以外戚作为内朝主体力量

的政治习惯；继续经营西域，完成武帝未竟的事业，实现对西域地区的完全控制；宣帝还深谙政治宣传

的重要性，屡借祥瑞强化统治权威，重塑汉家政治的神圣性。宣帝修武帝故事对本朝政治产生了积极影

响：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大大加强，诸侯王失去威胁中央政治的能力；社会势力融入国家权力体系，

成为政权的支持力量，儒生出身的官员开始崛起并占据重要职位；同时纠正武帝政治之流弊，施行宽政，

注重道德教化，循吏频出，实现了汉王朝的“中兴”之业。 
武帝曾在元光元年(前 134)的举贤良对策会议上申明自己治国的理想蓝图，其中那些通过不懈奋斗可

达成的目标，在武帝长达五十四年的统治期间，均得到了不同程度地实现，大一统的皇权统治模式在武

帝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完善。在西汉的历史发展里，君主集权的专制制度也是在武帝时期臻于极致，君主

独揽大权，不受他人掣肘。对于渴望重建皇权政治、重现君主威严的宣帝而言，这位雄才大略的曾祖自

然是他极为仰慕的君主典范，成为他最理想的效仿对象。宣帝修武帝故事是其在皇权政治让位于权臣政

治的客观形势下主观选择的结果，这一行为可谓是一举多得，不仅在政治上实现了对武帝的致敬，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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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达到了稳定政权，巩固地位的目的，同时对于以孝治天下的汉代，此举亦不失为一桩美谈，彰显出统

治者的政治智慧。故事在宣帝时期被赋予类似先祖遗训的权威性，在汉代的日常行政扮演着愈来愈重要

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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